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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 2008—2019 年间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及其经济社会影响

在我国，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是一个充满神奇、挑战和转折的时期：在数十年经济高速增长之

后，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国际贸易的环境不断恶化，经济发展的动力和约束条件发生极

大改变；高新技术层出不穷，特别是高铁和互联网的迅猛发展，改变了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时间

和空间观念；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不断提高，高质量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环境和贫困治理成效巨

大；社会结构转型继续在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出现了一系列历史性转折和阶段性新特征，产生了深

刻的经济社会影响。本文将基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情

况，并选取相关年份数据，来分析近十余年来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变化对经济社会领域的影响，包括对

就业和工作方式、劳动生产率、中等收入群体、消除贫困等方面的影响。该项抽样调查覆盖了全国31
个省区市的 150多个县、市、区，共 600多个村居委会，访问对象为 18至 69岁的随机抽取的普通被访

者，且每次调查访问10000人左右。

一、我国近十余年来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及对工作和就业的影响

回顾2008—2019年我国职业阶层结构的变化可以发现，其呈现出三个突出的特点，形成了与以

往职业阶层结构不同的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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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近十余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出现了一系列历史性转折和阶段性新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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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清晰地理解我国社会未来面对的挑战和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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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近十余年我国蓝领、白领、农民三大职业群体的变化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

首先，在整个就业和职业结构中，工人（包括工业工人和服务人员）的数量和比例持续增加，从

2008年的36.5%提高到2019年的40.2%，但其间增长的速度和幅度已大为减弱；更深刻的变化来自工

人的内部，即“白领”工人（服务业从业人员）的比例快速增长，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例从19.8%增长到

26.5%，而“蓝领”工人（工业工人）的比例则从16.7%下降到13.7%。

其次，中产阶层的两大主体，即所谓“新中产”和“老中产”都在快速成长，其中以专业技术人员为

主的“新中产”比例从 6.2%上升到 11.1%，以中小

民营企业主为主的“老中产”从0.3%上升到1.0%。

最后，出乎意料的一个巨大变化是自由职业

者的快速发展，从0.1%猛增到5.6%。

如果我们把农民和工业从业人员（蓝领）之

外的从业人员，全部都划归服务业从业人员（白

领），把表 1中八个职业阶层进一步简化为白领、

蓝领、农民三大职业阶层，我们就会对近十余年

的变化留下更深刻的印象。

即从 2008—2019 年，农民的

比例从 44.9%减少到 30.6%，

蓝领的比例从 16.7%减少到

13.7% ，而 白 领 的 比 例 从

38.4%增加到 55.7%，其中服

务业工人、专业技术人员和

自由职业者增幅较大。这

样，截至2019年，我们大体可

以得到一个 56∶44的简化结

构，即白领占 55.7%，蓝领和

农民占44.3%。

通过这样的简化，我们对其变化有了更加清楚的了解：

一是我国的职业结构仍处于工业化后期，但一个白领将进一步超过蓝领和农民之和的新时代即

将来临。尽管说在其他发达国家的社会变迁和现代化过程中，这个新时代的来临意味着一系列转折

性的深刻变化，但引人深思的是，我国是否过早地出现了“去工业化”？尤其是在房地产迅猛发展之后

和实体经济普遍困难的当下，这种转折是否更意味着是一种挑战？

二是农民的数量和比例还如此之大。多数发达国家在白领占多数的后工业化时代，农民的比例

都已经降到5%以下，但我国农民还占30%左右的比例（这个比例高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8年就业

结构中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占26%的比例）。如果我们把农民的年龄延长到69岁，那么这一比例将进

一步增加到38.0%，因为在我们调查的农民从业者中，有相当大的比例是超过60岁的农民。这些人如

果在城市已经属于非就业的退休人员，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退休，也不可能完全靠微薄的农村基本养

老金生活。从这个角度说，我国解决城乡差距问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三是新的就业形式快速发展，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使“自由职业者”有了新的含义。过去“自由职业

者”是指没有雇佣单位，自我雇佣的脑力劳动者，其主要包括独立从业的医生、教师、律师、会计、作家、

表1 我国近十年职业阶层结构的变化（2008，2019）

工业工人
服务业工人
农民
专业技术人员
中小民营企业主
干部
企事业单位办事职员
自由职业者

2008
16.7%
19.8%
44.9%
6.2%
0.3%
3.9%
8.1%
0.1%

2019
13.7%
26.5%
30.6%
11.1%
1.0%
4.5%
6.9%
5.6%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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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近十余年我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变化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艺术家等，人数有限。然而，互联网的发展催生了一大批新型网络工作岗位，如个体的、形式多样的网

络直播、网店经营、网上代购、短视频制作、“慕课”、网约车等从业人员发展异常迅猛，并对传统的就业

方式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和冲击。在职业阶层结构中占到5.6%的比例，意味着自由职业者这个群体目

前已经达到3900万人。

这也从一个方面佐证了，在目前经济增长压力持续加大的情况下，就业能保持基本稳定，一方面

得益于政府大力推行就业优先政策，采取了一系列有力举措促进就业；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劳动力供求

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即尽管说劳动年龄人口（16~59岁）自2012年以来年均减少400多万，劳动力市

场“求人倍率”在目前中小企业经营困难时期也没有降低，很重要的一个新的影响因素，就是互联网自

由职业者的大幅度增加，创造了大量的灵活就业的新形式、新业态。这是需要我们重新认识和深入研

究的。

二、职业阶层结构变动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是劳动力从低效率部门向高效率

部门的大规模职业流动，从而带动了整体劳动生产率的快速提高，这里特别指的是庞大的数以亿计的

农民工群体的形成。

然而，现在职业结构变动出现了新的情况，即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势头大为减弱，2018年农民工总

人数的增长率只有0.6%，仅增长180多万人，靠农村劳动力转移提高劳动生产率已经难以为继。这也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低成本劳动时代的结束和人口红利的消减。

与此同时，工业劳动力向服务业的转移也发展迅速。根据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的数据推算，从

2008年到 2019年，有数千

万工业劳动者转向服务

业。这本来是我国产业结

构优化的表征，而且服务

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也大

幅度提高；但从图2的走势

我们可以看到，在工业劳

动生产率高于服务业劳动

生产率的情况下，劳动力

从工业向服务业的转移却

造成整体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下降。也就是说，从2000年至2018年，我国整体劳动生产率逐年增长，

即从2000年的劳均收入25818元增长至2018年的劳均收入118485元。但与此同时，劳动生产率的增

长率在2007年达到峰值（13.7%）之后，近十年呈下行趋势（到2018年下降至6.7%）。

而从三次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比较来看，则呈现出从工业、服务业到农业逐次降低的局面，且这种

情况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没有改变。通过计算我们看到，2018年我国的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是

171307元/年，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是130770元/年，而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只有31998元/年，这个数

字低于菲律宾、泰国这些东南亚国家，更是为发达国家的十几分之一甚至几十分之一。从三次产业劳

动生产率的增长变化来看，第二产业一枝独秀，其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从2010年的7.9%提高到2018
年的9.3%，而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速从2010年的10.8%降低至2018年的4.4%，第三产业劳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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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增速从2010年的8.1%降低至2018年的4.0%[1]。

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降低，有很多方面的原因。一种看法是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造成了劳动

成本的提高拉低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速[2]。从2012年开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总量逐年减少，年均减

少400多万，劳动力供给的减少使农民工的雇佣工资在经济增长下行时期也依然在持续增加，相应的

社会保险成本也在持续增加。但是，如果我们从三次产业分布情况来看，反而是农业的劳动成本增加

得更快。

另一种看法是由于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不断增长，年龄较大的农民工占全体农民工的比重持续增

加[3]。从2011年至2018年，40岁以下农民工所占比重从61.7%下降到52.1%，5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

重从14.3%上升到22.4%，从而造成劳动生产率增速的下降。其实，根据国家统计局《2018年农民工监

测调查报告》，我国农民工仍以青壮年为主：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占全国农民工总量的

51.5%（在新生代农民工中：“80后”占50.4%；“90后”占43.2%；“00后”占6.4%），老一代农民工占全国

农民工总量的48.5%[4]。且农民工的平均受教育水平，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受教育水平，也有

了明显提高。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力供给的比较优势支撑了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但这种人口红利正在

快速减弱，未来的新人口红利，将更多依赖于劳动力素质的提高，特别是受教育水平和劳动技能的提

高。尽管这些年来我国大力投资和优先发展教育，新增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水平和高等教育的毛入

学率都持续提高，但从蓝领、白领、农民三大职业群体的比较来看还存在一些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

2019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显示，劳动者受教育水平，白领最高为10年以上，蓝领次之为9.0
年，农民最低为6.7年。此外，高学历、特别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在职业选择时更多地涌入第三

产业，如考公务员的热潮多年不减，而进入工业特别是制造业的较少，进入农业的就更为罕见。这种

高学历者向第三产业的转移，对整体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从以往的研究成果看，多数学者认为，我国的第二产业比重相对比较大，同时第三产业比重却

略显不足。这是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必然要经历的过程，即第三产业的比重会不断

提高。但也有学者持不同观点。李钢等认为，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有着基础性地位和重要支柱作

用，就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来看，服务业等其他产业无法替代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

位和基础作用；就中国国情来看，中国距工业化发达经济阶段尚有距离，制造业在整个经济结构中

所占的比重有相当大的提升空间，所以应当加速发展[5]。李钢等还认为：虽然主要发达国家的第三

产业增加值比重要高于其第二产业，但是就一般现象来看，发达国家的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通常要

高于第三产业；不能简单地认为第三产业比第二产业更高级，虽然发达国家的第三产业比例不断提

高，但是这不能说明第三产业是未来产业升级的方向；就中国来说，在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产业结构

中，我国第二产业的比重并不高，仍需积极发展[6]。从这种意义上说，我国经济未来的高质量发展，

[1]该组数据是我们根据国家统计局2018年的数据计算得出的。因受篇幅限制，这里不详细说明。http://www.gov.
cn/shuju/2019-11/23 content_5454785.htm。

[2]都阳、王美艳：《中国劳动力供求关系及其变化形势》，https://wenku.baidu.com/view/5062d53bf46527d3240ce0d8.
html?fr=search。

[3]国家统计局：“2.88亿农民工平均年龄40.2岁”，http://www.chinanews.com/sh/2019/05-07/8829525.shtml。
[4]参见www.gov.cn/xinwen/2019-04/30/content_53887773.htm。

[5]李钢、金碚、董敏杰：《中国制造业发展现状的基本判断》，〔北京〕《经济研究参考》2009年第41期。

[6]李钢、廖建辉、向奕霓：《中国产业升级的方向与路径——中国第二产业占GDP的比例过高了吗》，〔北京〕《中国

工业经济》2011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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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赖于整体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过早的“去工业化”需要引起警惕。

三、收入阶层结构变化对中等收入群体成长和消费的影响

随着近十余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动力发生的深刻变化，过去拉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投资和出口

贸易的活力已大为减弱，国内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超过了60%，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

量。在这种背景下，人们开始关心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成长，因为这个群体未来的规模、发展态势和

消费潜力，在某种意义决定了中国持续发展的韧性，也对世界消费市场的扩大具有极大影响。

我们知道，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受两个关键因素的影响：一个是居民平均收入水平是否能够普遍

提高，另一个是收入的总体差距是缩小还是扩大。那么，当前我国的中等收入群体在规模上究竟有多

大？对这一问题的讨论，首先应当看中等收入群体的界定和标准。尽管在以往研究中，有相当一部分

学者关于中等收入群体边界的设定带有一定的主观性，不同学者采用的划分方法也不尽相同。但我

们可以把已有的划分标准分为两类，即“绝对标准”和“相对标准”。

所谓“绝对标准”是指采用收入或支出等客观指标，通过界定一定的收入水平或消费支出水平，来

界定中等收入群体。例如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米兰诺维克（Milanovic）和伊扎基（Yitzhaki）在对2002年

世界各国收入不平等情况进行分析时，以巴西和意大利的年平均收入为标准，将其分别界定为中等收

入群体划分标准的下限和上限，同时又按世界银行估算的2000年购买力平价进行转换，得出人均每

天收入10美元到50 美元区间，为中等收入群体的划分标准[1]。当然，也有其他研究采用了不同的客

观指标区间，例如卡拉斯（Kharas）以每日人均消费10到100美元作为标准来界定发展中国家的中产

阶层群体，并对中产阶层结构进行分析[2]。美国的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在2015年全球

中等收入群体研究中表示，其对中等收入群体的划分标准为按购买力平价来计算，人均每天收入应当

在10到20 美元的区间内[3]。也就是说，研究者一般会采用购买力平价美元来进行计算，这主要是因

为购买力平价美元与汇率美元有所不同：购买力平价美元是按假定的“一篮子商品”在各国国内的价

格来进行换算。比如2018年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大体是6.94∶1，但是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建

议标准，人民币与购买力平价美元的比值是 3.56∶1。如果换算成人民币，假定平均一个家庭有三口

人，那么中等收入家庭的年收入就是约4万至40万元。依此估算，我国的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大概占总

人口的40%，也就是约5.6亿人。

然而，国内的一些研究也提出了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标准，例如国家发改委课题组以家庭人均年

收入2.2万到6.5万为区间，界定出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并以此标准估算出我国2010年城镇居民中中

等收入群体比例为37%[4]。 李强等通过对中日韩三国的比较研究提出，可以将家庭人均年收入在3.5
万到12万元区间的群体界定为中等收入群体，估算出2012年全国及其城镇和农村的中等收入群体占

[1]Milanovic，B., Yitzhaki S.,“Decomposing World Income Distribution: Does the World Have a Middle Class?”,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2002, 48(2) ，pp.155-178．
[2]Kharas, H.,“The Emerging Middle Clas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OECD Development Center Working Paper，2010,

No.285．
[3]Pew Research Center (2015a),“Are You in the Global Middle Class?”, http://www. 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5/07/

16/are-you-in-the-global-middle-class-find-out-with-our-income-calculator. Pew Research Center (2015b),“China’s Mid⁃
dle Class Surges, While India’s Lags Behind”, http://www. pewresearch. org / fact-tank /2015 /07 /15 / china-india-middle-
class．

[4]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课题组：《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实证分析和政策建议》，〔北京〕《经济学动态》2012
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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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分别为17.9%、27.9%和6%[1]。此外，国家统计局也提出了一个绝对标准，即把家庭年收入在10万到

50万之间的群体定义为中等收入家庭，并按该标准测算，2018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约占总人口的

28%，这就是目前我们常提到的，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约4亿人[2]的来源。

通过上述研究可以看出，不同研究采用了不同的绝对标准，对中等收入群体的界定标准有比较大

的差别，依据不同标准估算出的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也不一致。

与之相对应，“相对标准”则是以中位数收入为中心，通过设定上下浮动的一定比例，对中等收入

群体边界的上下限进行界定。当然，不同研究设定的这一区间也有所差异。例如，格拉姆等（Graham
et al）选取人均收入中位数的125%和75%作为划分中等收入群体的上下限[3]。普里斯曼（Pressman）则

采用在收入中位数的67%至200%之间作为标准来界定中等收入群体[4]。国内对中等收入群体界定标

准的研究中也有采用相对标准的。例如，李培林等以收入分位值为标准，把城镇居民收入的第95百

分位界定为中等收入群体上限，下限则为城镇居民收入的第25百分位。按这一标准，我国城镇中等

收入群体在2006年、2008年、2011年和2013年的占比分别为27%、28%、24%和25%[5]。龙莹通过对中

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进行分析，以收入中位值的75%至125%为标准对中等收入群体进行

界定，估算出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占比从1988年的27.9%降低到2010 年的21.1%[6]。

从上述研究可以看出，以绝对标准来测量中等收入群体，在不同发展水平和收入结构的国家会遇

到一些问题，因为按照这样的绝对标准，发达国家的居民可能80%甚至90%以上都是中等收入群体。

所以，在国际比较当中，学术界更倾向于使用相对标准。最通常的做法是，把全国居民收入中位数的

75%至200%定义为中等收入群体。但这种相对标准定义的中等收入群体，受收入差距的影响很大。

换句话说，如果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收入差距不能够缩小，尽管其居民收入在普遍不断提高，但其中等

收入群体的规模和比例却可能不仅不扩大，反而会缩小。

从我国情况来看，如果将居民收入中位数的75%~200%定义为中等收入群体，那么，近10年来我

国中等收入群体占比则一直维持在40%左右。

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还与俄罗斯、巴西等国的社会学家进行合作，通过对各国中

等收入群体的比较研究，共同确定了标准和分类，并把各国居民收入结构从高到低划分为三大群体和

六个人群：即属于高收入群体的高富人群（收入中位值的 401%及以上）和富裕人群（收入中位值的

201%~400%）；属于中等收入群体的中上收入人群（收入中位值的126%~200%）和中下收入人群（收入

中位值的76%~125%）；属于低收入群体的脆弱人群（收入中位值的26%~75%）和极端贫困人群（收入

中位值的25%及以下）。根据这样的分类和标准，基于2015年中国、俄罗斯、巴西等三国的全国社会

调查数据，中等收入群体的比例，在俄罗斯为 56.5%，在巴西为 43.9%，在中国为 39.1%。三国的收入

分层的最大差别是，中国和巴西的高收入群体比例高出俄罗斯十几个百分点，中国的低收入群体高出

[1]李强、徐玲：《怎样界定中等收入群体？》，《北京社会科学》2017年第7期。

[2]《国家统计局介绍 2018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xinwen/zhibo3/20190121fbh1/index.
htm。

[3]Graham, C., Pettinato, S., Birdsall, N.,“Stuck in the Tunnel: Is Globalization Muddling the Middle Class?”, LIS Working

Papers, 2000, 277, LIS Cross-National Data Center in Luxembourg.
[4]Pressman, S.,“Defining and Measuring the Middle Class”, American Institute for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2015, No.7. https://www.aier.org/wp-content/uploads/2016/10/WP007-Middle-Class.pdf.
[5]李培林、朱迪：《努力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基于 2006—2013年中国社会状况调查数据的分析》，〔北京〕《中

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

[6]龙莹：《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变动的因素分解———基于收入极化指数的经验证据》，〔北京〕《统计研究》2015年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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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和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银行、国家统计局和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06—2019 年）和中国健

康与营养调查（CHNS）（1989—2004年）数据测算[1]

俄罗斯和巴西不少，特别是贫困人群高出俄罗斯十几个百分点，巴西近十个百分点。

然而，按照联合国的数据，2015年中国、俄罗斯、巴西三国几乎在同一发展水平，人均GDP中国是

8033美元，俄罗斯是 9313美元，巴西是 8814美元。而从三国衡量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比较来

看，收入差距巴西最大（0.519[2]），中国次之（0.462），俄罗斯再次之（0.377[3]）。造成中国低收入群体比

例较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的农民比例远高于俄罗斯和巴西——到2015年中国还有约30%的农

民，而俄罗斯农业就业比例为6.7%，巴西农业就业比例为10.2%[4]。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农民大多数是

耕作面积不大的小农，属于低收入群体。也就是说，中国发展到人均GDP一万美元阶段后，还有那么

多属于低收入群体的农民，城乡发展差距还那么大，这是中国发展的最大软肋。

尽管中国经济发展的

动力已经发生深刻变化，

推动经济增长的力量约三

分之二来自国内消费，但

这种发展动力的变化，并

非由于国内消费出现了非

同平常的增长，而是因为

投资和出口对经济增长拉

表2 中国、俄罗斯、巴西的收入分层结构比较（2015）

收入群体

低收入群体

中等收入群体

高收入群体

极端贫困人群
脆弱人群

中下收入人群
中上收入人群

富裕人群
高富人群

收入标准

中位值的25%及以下
中位值的26%~75%
中位值的76%~125%
中位值的126%~200%
中位值的201%~400%
中位值的401%及以上

百分比
中国
14.9%
24.8%
20.7%
18.4%
15.9%
5.1%

俄罗斯
1.4%
32.5%
34.6%
21.9%
8.5%
1.1%

巴西
5.4%
26.3%
24.2%
19.7%
16.1%
8.5%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俄罗斯、巴西中等收入群体比较项目”

[1]“世界银行标准”是指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每人每天收入10美元至100 美元（PPP$）的人群为中等收入群体。根

据2011年世界银行国际比较计划（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Program，简称 ICP）的GDP测算结果，1美元（PPP$）约合人民

币3.5元。按照全年365天计算，家庭人均年收入在12797元至127969 元的为中等收入群体。“国家统计局标准”是指家

庭年可支配收入10万至50万元的人群为中等收入群体。“中位数标准”将家庭人均收入中位数的 75%~200%定义为中

等收入群体。

[2]World Bank GINI Index Estimation,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I.POV.GINI?locations=BR.
[3]World Bank GINI Index Estimation,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I.POV.GINI?locations=RU.
[4]World Bank Employment in Agriculture (Percent of Total Employment) (Modeled ILO Estimation), https://data.world⁃

bank.org/indicator/SL.AGR.EMPL.ZS?end=2019&start=1991&view=chart.

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和趋势

（2019年约4亿人，家庭年收入10~5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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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量的减弱。当然，从国际比较来看，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成长还有很大的空间和潜力，这不仅需

要居民收入的持续增长，也需要收入分配结构的不断优化。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2019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我们认真分析了中等

收入群体的成长与扩大消费的密切联系。如果我们把中国家庭按十等份分组就会发现，家庭消费率

（家庭消费占家庭支出的比例）存在随收入的增加而递减的规律，即：越是收入高的家庭，家庭消费率

越低，10%最高收入家庭的家庭消费率只有45.7%；而越是收入低的家庭，家庭消费率则越高，10%最

低收入家庭的家庭消费率高达92.9%。所以，如果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收入差距太大，中等收入群体规

模有限，就会造成需要消费的家庭没有钱，而有钱的高富裕家庭又因为消费饱和而相对消费较少，那

么整个国家和社会的消费就难以持续扩大。而从世界大国的经济推动力来看，国内的市场消费才是

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性力量。

再从不同收入

群体的消费结构比

较来看，中等收入群

体的扩大也更符合

现代消费的发展趋

势。根据中国社会

科学院社会学研究

所 2019年中国社会

状况综合调查数据，

我们以收入中位数

75% ~200% 为 标 准

界定中等收入群体，

低于这一比例的为

低收入群体，高于这

一比例的为高收入群体。从低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高收入群体这三大收入群体的消费结构特征

来看，2019年，作为基础需求的食品消费占收入的比例，也就是所谓的恩格尔系数，低收入群体为

27.5%，中等收入群体为21.9%，高收入群体为19.1%；而作为现代消费需求的交通通讯、教育、医疗健

康消费占收入的比例，低收入群体为 30.1%，中等收入群体为 42.7%，高收入群体为 22.3%；房贷房租

占收入的比例，低收入群体为 11.71%，中等收入群体为 10.67%，高收入群体则高达 21.8%。由此可

见，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和消费特征，更符合现代消费发展的趋势，而贫富差距的扩大，则更会助推住

房价格的飞涨。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社

会状况综合调查（CSS）的数据，近十几年来

（2006—2019），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的均值和中

位值以及中等收入群体的均值和中位值，都一直

处于上升的态势，这是社会和谐稳定的一个重要

前提条件。但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经济增长下行

压力的加大，这种上升的速度已经放缓。也就是说，在未来我国的发展中，必须高度重视持续做好保

障和改善民生的工作，特别是要防止青年人对未来的预期发生逆转。

表3 2019年中国不同收入群体消费占收入的比例

食品
教育

医疗健康
交通通讯
房贷房租

其他

低收入群体
27.5%
9.8%
13.0%
7.3%
11.7%
30.7%

中等收入群体
21.9%
12.5%
14.0%
16.2%
10.6%
24.8%

高收入群体
19.1%
6.8%
8.2%
7.3%
21.8%
36.6%

资料来源：2019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

图4 2019年中国收入十等份家庭的消费率

资源来源：2019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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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近十余年全国居民收入中位值和中等收入群体收入中位值的变化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

四、结论和讨论：积极应对社会阶层变化带来的经济社会影响

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动是社会深层的变迁，它以自身特有的方式，产生深远的经济社会影响。下面

本文将围绕工作就业方式、劳动生产率和中等收入群体三个热点问题，来分析社会阶层变动产生的经

济社会影响。而这些影响和趋势也是我们必须深度了解并积极应对的。

1. 普遍提高农民收入的同时还是要减少农民数量 众所周知，在现代化发展和社会转型的过程

中，农民数量庞大，收入普遍较低，始终是影响我国走向现代化的最大软肋。尽管多年来我们一直强

调千方百计提高农民收入，但由于农业耕作人多地少、农业劳动生产率比较低，农民作为一个整体，其

收入在社会比较中还是普遍较低。

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城镇化和社会现代化过程相比，如与同样也存在人多地少自然条件

约束的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相比，虽然我国大陆地区在白领从业人员的比例大大超过蓝领从业

人员的发展阶段，但居住在乡村并从事农耕的农民比例还那么大，这可能还是与我国城乡分割的管理

体制有关。虽然这种限制在社会结构巨变过程中也起到促进社会稳定、防止产生大规模城镇贫民窟

的作用，但现在来看也有不利于资源优化配置的弊端，特别是存在乡村的大量资源不能被盘活等问

题。再从另一个侧面看，大量的农民聚集在劳动生产率较低的农耕作业，劳动时间得不到充分的利

用，也造成了大量农村低收入群体。所以说，从未来的发展来看，需要进一步深化农村管理体制、户籍

制度、土地制度、住宅制度、公共服务供给制度等一系列改革，从减少农民入手，提高农民收入，并进一

步改善农民生活和乡村面貌。

2. 警惕和防止过早“去工业化”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升级，特别是随着服务业净产值

在GDP中的比重从2015年开始超过50%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2019年开始超过60%，社会阶层结构

和职业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一个突出表现就是白领（服务业从业人员）比例大幅度增加，并大大超

过了蓝领（工业从业人员）。这本来是社会现代化的一个必然趋势，也是在工业化后期的必然阶段，但

从我国的阶段性特征看，这种快速变化也应引起我们的警惕。例如在白领从业人员大幅度增加的背

后，我国是否会面临过早“去工业化”的危险？那么，是哪些因素推动了“去工业化”的过程？我们认

为，一是随着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在劳动力总量持续减少的背景下，劳动密集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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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企业的人工成本增长较快，利润空间压缩，大量资本退出劳动密集型工业；二是随着我国在环境

保护方面的力度大大增加，相当一批粗放经营、环保不达标的中小工业企业退出市场；三是现在青年

人的择业观念已发生很大改变，即使每年有一千多万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毕业生走向社会，但真正

进入工业企业的比例却很低。这种“去工业化”的职业结构变动所带来的整个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下

行，也引发了一些问题。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持续增长，主要依赖的就是劳动生产率及其增长率

的不断提高。虽然说，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很大程度上要依赖技术创新，但在这个过程中过早地“去工

业化”同样会造成很多负面的结果。

3. 重视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及其对经济社会的影响 随着我国国内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

60%局面的出现，扩大消费对我国未来经济的持续增长就具有了更加重要的意义。然而我们的研究

发现，我国家庭消费存在着随收入的增加而递减的现象，所以促进中等收入群体的成长对于扩大整体

消费，特别是扩大交通、通讯、教育、医疗、健康、休闲等新兴消费至关重要。尽管近十余年来我国以绝

对数为标准定义的中等收入群体在不断扩大，但由于收入差距依然较大，以相对标准定义的中等收入

群体的比例没有显著的增加，特别是在我们对发展质量提出更高要求的时候，我们必须保持收入差距

缩小的发展态势，警惕和遏制收入差距扩大反弹。

中等收入群体的成长，不仅与扩大消费有密切的联系，也与社会结构的优化以及社会的和谐稳定

直接相关。从美国的“退群”、英国的“脱欧”到法国持续不断的“黄马甲”运动，一种反全球化、反建制、

反精英的新民粹主义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开始出现。造成这一现象的一个深层社会原因，就是中

等收入群体的缩小和平均生活水平的下降，特别是让青年人对未来的社会预期充满焦虑。这种苗头

的出现对我国也有很重要的警示作用，即在社会深刻变迁的过程中，要重点保证民众生活水平的持续

改善和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

4. 鼓励、扩大和规范“新型零工经济” 通过本次调研我们还有一个意外发现，就是以自由职业者

快速增加为标志的“新型零工”就业方式的蓬勃发展。这种就业方式过去只是一种边缘性的补充，但

现在已经开始走上前台，并预示着某种未来的发展趋势。

黛安娜·马尔卡希（2017）在《零工经济》中指出，“零工经济”（Gig Economy）指的是用时短、灵活性

强的工作形式。不同于传统的“朝九晚五”式的工作形式，它包括咨询顾问、承接协定、兼职工作、临时

工作、自由职业、个体经营、副业，以及通过自由职业网站平台找到的订单式零工[1]。2016年麦肯锡全

球研究院发布的报告《独立工作：选择、必要性和零工经济》披露的数据显示，欧美地区有高达1.62亿

人（占全部劳动年龄人口 的20%~30%）或多或少地从事某种形式的独立工作。而根据阿里研究院的

统计，2015年，中国“零工经济”人员约为1.1亿，占比约为7.8%；“阿里”还预测，到2036年，中国“零工

经济”人员将达到4亿人。虽然我们对“新型零工经济”的就业方式还没有深刻的理解，甚至也没有系

统的统计数据和社会调查数据，相关的劳动合同、社会保险、税收和职业资格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也还

没有准备充分，但我们已从身边的人和身边的事中，越来越多地认识了各种“新型零工”就业方式的广

泛存在和快速发展，这是一种需要宽容、规范和促进的新型就业方式，因为它与互联网迅猛发展的趋

势有密切的联系。“新型零工”将会对我国未来就业方式产生革命性的影响，也会对在新形势下扩大就

业具有积极的意义。

〔责任编辑：方心清〕

[1]参见〔美〕黛安娜·马尔卡希：《零工经济》，陈桂芳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第3-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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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 of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as well as the significanc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upport
for governance innovation.

The Functional Change i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ontem⁃
porary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Wang Nanshi

It has been long since the interpreta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fell into the one-sided over-empha⁃
sis on objectivity or the one-sided over-emphasis on activity. Realizing the dual function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s both social criticism based on value ideals and social construction based on scientific in⁃
vestigations, and further realizing the dual identities of Marx as both a philosopher and a social scientist
are not only a more comprehensive rational interpreta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but more importantly,
the re-recognition of Marx’s identity as a social scientist and the re-recogni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methodology in social sciences by Marx, which have great exemplary strateg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con⁃
struction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at re-recognize the Chinese
society.

The Chinese Approach to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Rule of Law
Gong Pixiang

In the last nearly 100 year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t has led the Chi⁃
nese people to carry out a great social revolution, proceeding from China’s actual conditions and work⁃
ing hard to explore the Chinese path and the Chinese approach to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rule of law.
With valuable historical initiative, the Chinese Communists have a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the impor⁃
tant role of the rule of law in the process of national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unswervingly implement
the rule of law, deeply promote the extensive and profound reform in society and the rule of law, and
strive to promote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excellent legal cultural tra⁃
dition, historically generating the Chinese logic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rule of law. China’s modern⁃
ization of the rule of law exhibits exuberant vigor and strong vitality, fully demonstrating the Chinese
wisdom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rule of law.

The Changes in Social Stratum Structure From 2008 to 2019 in China and the Eco⁃
nomic and Social Impact
Li Peilin Cui Yan

In the past decade, China’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has entered a new stage with a se⁃
ries of historic transitions and new periodic features. In particular, the continuous and profound changes
in social stratum structure have produced a broad economic and social impact. This article, based on
the data from 2008-2019 of the Comprehensive Survey of Social Conditions in China (CSS) by the Insti⁃
tute of Soci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elects several issues that have gained wide con⁃
cern from academia and society, like employment and ways of working, labor productivity, and growth of
middle-income groups, analyzes the profound impact of changes in social stratum structure on these is⁃
sues, expecting a clearer understanding of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China will face in the future.

Differentiation and Coordination of Social Trust Under Uncertain Conditions
Liu Shaojie

A high degree of uncertainty is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 of the network information society,
which has its roots in the rapid transmission of the network and the continuous updating of information.
However, the high degree of uncertainty in the network information society has brought not only unprec⁃
edented vitality into the society but also the risk of fiercely challenging traditional social order, and it
has also seriously affected traditional social trust based on familiar relationships and institutional rules.
How to have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the root cause and continuity of the high degree of uncertainty in
the network information society, resolving the contradiction of social trust differentiation in the new situ⁃
ation, establishing a new type of social trust based on uncertainty, and promoting the updating and main⁃
tenance of social order is a major subject of the time that the contemporary study of humanities and so⁃


